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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組織面臨變動快速且不易預測的環境，以任務導向而非功能性編制並能有效整合組

織人員的專案團隊被廣泛運用。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目標互賴性、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

績效之影響，透過文獻探討以確認重要變數及建立研究架構，以此提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中

介假設。本研究採用問卷分析進行調查，寄發問卷 540 份，有效回收問卷 280 份。研究結果顯

示：目標互賴性之合作性目標導向與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顯著影響；目標互賴性對

團隊交融系統有顯著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目標互賴性之合作性目標導向與專案績效之關

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最後於文末提出結論、管理意涵以及未來研究方向。 

 

關鍵字：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目標互賴性、專案績效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industries make consistent effort to obtain the 

prominence in products, innovation and quality.  Hence, the task-oriented project team deal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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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team members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working process of a 

project team,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goal interdependence have vital impact on the project 

performance.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revealing the effects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goal interdependence on project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five hundred forty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two hundred eighty useful responses have been received. The findings include: (1) 

cooperative goal which is one of goal interdepend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competitive goal which is one of goal interdependenc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2)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ject performance; (3)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has part mediating effect on 

goal interdependence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study interprets the findings 

abovementioned, and proposes relevant statements o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Goal Interdependence, Project Performance 

1. 緒論 

現代組織面臨變動快速且不易預測的環境，使得以任務編制為基礎所設計的專案團隊應運

而生，成為組織中常見的一種工作單位 (Shenhar and Dvir, 1996)。然而，專案團隊並無法保證有

效達成目標與提升績效 (McCollum and Sherman, 1991)，表示尚有其他因素影響專案成功的關鍵

角色。 

在探討團隊績效的相關研究中，Jiang et al. (1996) 綜合先前研究，提出影響專案成功的十四

項要素，其中團隊運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Gladstein (1984) 的實證性模型更認為團隊特性將透

過團隊運作的路徑間接影響團隊績效，似隱含團隊運作的中介角色。然而，探討團隊運作過程

方面的研究多從專案結構、團隊構成、團隊歷程、團隊系絡等因素著手 (Sarin and Mahajan, 

2001)，卻忽略團隊運作中的團隊認知層面因素。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係為團隊認知的一種，為團

隊成員對彼此記憶結構的認知的集合 (Mohammed and Dumville, 2001; Wegner, 1995)，用以有效

的獲得與運用不同領域的資訊與知識，提升團隊所擁有與可運用的資訊與知識量 (Wegner, 

1995)。此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能幫助團隊成員組織與擷取必要的資訊以完成任務，顯示團隊交融

記憶系統將能影響團隊績效 (Lewis, 2004)。實證研究多以實驗設計或學生樣本驗證兩者之關係

(Hollingshead, 2001; Liang et al., 1995) ；但是，以組織內實際運作的團隊進行驗證的文獻較為缺

乏。因此，本研究將以專案團隊作為研究對象，驗證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與專案績效之關係，以

補充實證研究上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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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團隊的特性為運用成員間的專業知識、判斷和技術以達成目標，且專案活動的進行是

同時而非依序的 (Mankin et al., 1996)；因此，團隊成員的互動成為影響專案績效的關鍵。相關

文獻指出團隊成員的互賴性將影響團隊績效 (Saavedra et al., 1993)；Alper 等 (民 87) 進一步說

明團隊的目標互賴性可分為合作性以及競爭性導向，並對團隊績效產生不同的影響。在考量專

案團隊的特性下，團隊的目標互賴性如何影響專案績效有其必要探討之。 

Zhang et al. (2007) 發現團隊的合作性目標將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但是，Deutsch (1990)

明確指出目標互賴性應包含合作性目標導向以及競爭性目標導向，表示 Zhang et al. (2007) 的研

究忽略競爭性目標導向的探討。是故，本研究將同時探討團隊目標互賴性中的合作性目標導向

以及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的影響，使團隊目標互賴性的相關研究更為完整。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組織內實際運作的專案團隊進行驗證，探討目標互賴性與團隊交融記

憶系統對專案績效的影響，並延續 Gladstein (1984) 的實證模型以驗證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中介

效果。 

2. 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2.1 目標互賴性 

目標互賴性係指成員間彼此的目標是否有關聯性，即當一個成員達成其目標時會對其它成

員的目標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是屬於非工具性的互賴關係 (Van Der Vegt et al., 2001)。在實

證研究中，多探討任務互賴性如何影響團隊績效，相對地忽略目標互賴性對團隊績效的影響

(Liden et al, 1997; Rico and Cohen, 2005)。因此，本研究主要以目標互賴性為探討的主軸。 

Deutsch (1990) 指出當個體達成其目標時，將影響其他個體目標的達成，則形成目標互賴

性，其以合作、競爭理論作為探討目標互賴性之基礎，目標互賴性 (goal dependence) 為三種，

當個體達成其目標的同時，他人的目標亦可達成稱之為合作性目標 (cooperate)；競爭性目標

(competitive) 則是描述個體目標的達成將妨礙其他人目標的達成；獨立性目標 (independent) 係

指個體間的目標為相互獨立，不相干擾，一個人的目標達成與否不影響其他人的目標達成與否。

Alper et al. (1998) 的研究中將 Deutsch 所探討的個體目標間的關係延伸至團隊內成員目標間的

關係，並明確指出合作性目標、競爭性目標以及獨立性目標為三個構念。由於本研究焦點為專

案團隊，團隊成員間必須相互配合及協調使專案進行的更有效率，意味著成員間個人的目標是

互相牽動影響。是故，本篇研究並未考量獨立性目標導向。 

當團隊成員知覺到彼此的互賴性關係是屬合作性目標導向時，表示，一個人的目標達成將

有助於其他人的目標達成 (Alper et al., 1998, 2000)。因此，在合作性目標導向下，每一位團隊成

員都會希望其他成員都能有效率的達成目標，進而促使所有成員的目標都能達成。相對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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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知覺到彼此的互賴性關係是屬於競爭性目標導向時，表示團隊成員相信他們之間的個

人目標是互斥的，亦即個人的目標達成會阻礙其他人的目標達成，使團隊成員間處於輸贏的關

係 (Tjosvold et al., 2003)。在競爭性目標導向下，每一位團隊成員會想證明自己的能力優於他

人，只有自己的意見才是正確的，而當其他人提出的意見或工作績效比自己好時，則會感到沮

喪 (Alper et al., 1998, 2000)。因此，競爭性目標導向會使團隊成員眼中只有自己的目標，而在追

逐目標的過程中，會導致不斷的相互爭鬥 (Tjosvold et al., 2003)。 

2.2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Wegner (1987) 首先提出交融記憶的概念，其觀察到個體除了依靠本身記憶儲存資訊外，同

時也能把其他個體當作自己的外部記憶，利用其他人的記憶記儲存資訊，透過此種方式能使個

人所能掌握的資訊與資訊量大幅增加。Wegner (1987) 進一步認為團隊類似於個體，個體都有各

自的記憶系統，而團隊也可以形成團隊的記憶系統。此記憶系統是建立在「瞭解誰瞭解什麼

(knowing who knows what)」的團隊認知之上，團隊成員透過互動合作的歷程，認知到成員所專

精的領域，基於此知覺，成員們將學習到該如何分配工作，以及如何獲得、交流與儲存資訊與

技能 (Liang et al., 1995)；建立在交融記憶為基礎的團隊成員之間互動、交流與合作的行為之上，

則稱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兩項特徵，一為強化團隊的專家辨識，能使成員認知到每位成員的專

業以及某些成員屬於特定領域的專家。相關研究指出，團隊如能有效地識別出擁有專精知識技

能的專家成員，便能依照各個成員的專長指派任務、賦予其扮演該角色的責任與義務。由於瞭

解彼此的能耐，成員們明白該如何相互配合與互補 (Stasser et al., 1995)。二為形成團隊知識網

絡；成員對知識與資訊的認知是分佈式的 (Faraj and Lee, 2000)，換言之，知識分佈於個體內、

個體間、環境、文化或社會中，不僅表述於個體內部，亦可表述於個體外部。此觀點說明了團

隊知識與個人知識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個體可以從本身之外的知識結構中提取資訊 (Yoo and 

Kanawattanachai, 2001)。因此，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所形成團隊知識網路，使團隊能夠迅速從團隊

中獲得準確的所需資訊。 

Moreland and Myaskovsky (2000) 認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包括知識技能專門化

(specialization)、協調性 (coordination) 與可靠性 (credibility) 三個構面。專門化係指團隊的知識

結構，知識結構包含每位團隊成員間是否具備與團隊任務相關的專業知識，且其所具備的專業

知識是否為完成團隊任務所不可或缺的，即團隊知識結構的專業分工與互補性。協調性則是指

團隊成員如何充分整合並利用彼此的知識和專長，這種協調能使團隊成員迅速地將彼此的知識

和專長結合起來，而此種協調取決於團隊成員是否已經很清楚地瞭解誰知道什麼以及如何才能

讓彼此的專長配合的恰到好處 (Hinsz et al., 1997)。可靠性意指團隊執行任務時，團隊成員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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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提供的知識和資訊的程度。在團隊運作中，僅僅只有各領域的專家成員是不夠的，如果成

員不信任或無法辨識其他成員的專長，很有可能自己會再次搜尋這些資訊或知識，造成了重複

的行動和知識的冗餘，降低團隊工作的效率。反之，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較成熟之團隊，成員能

夠很信賴地接受專家成員的意見及其提供的知識，減少重覆的行為和冗餘的知識，故能提高團

隊效率 (Lewis, 2003)。 

由於研究對象為專案團隊，此類型的團隊特性需要多樣化的知識與技能以及大量協調合作

與互補不足，因此 Moreland and Myaskovsky (2000) 提出之構面較適合作為本研究之團隊交融記

憶系統構面。故，本研究採用專門化 (specialization)、可靠性 (credibility) 與協調性 (coordination)

三個構面衡量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並考量三者的相依性 (Lewis, 2003)，以及參考後續相關研究

的做法 (Lewis, 2004; Sharma and Chosh, 2007)，將三構面加總後視為整體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2.3 專案與專案績效 

專案 (project) 具有橫向聯繫與整合的功能，是種一連串以達成專案的最終目標為前提所設

計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在時間軸上可以清楚明確地劃分開來，其成員由完成任務所需的各類專

業人才所構成 (Cleland, 2002)。美國專案管理協會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 (2004) 定

義專案為一種暫時性的努力以創造出一項獨一無二的產品或服務；「暫時性」指的是每個專案都

有一個明確的起始與終止，「獨特性」指的是和所有相似的產品或服務相比，專案仍在某方面和

它們有所區別。Kerzner (2002) 基於許多學者的定義提出了一個綜合性的觀點，定義專案包含了

四個要件：(1)專案具有特定且預先規範的目標或是績效；(2)專案具有嚴格的時程規範，有明確

的起迄日期；(3)有資金上的限制；(4)有金錢、人力、設備等資源等的耗費。Kerzner (2002) 之

定義整合了前人對專案之定義與特質，本篇研究將之作為本研究對專案的定義。 

Goodman et al. (1987) 將專案績效之衡量分為兩大類，為任務相關績效以及與人相關績效；

其中任務相關績效的指標例如品質、對預算及時間的達成率等，與人相關績效的指標包括團隊

成員的滿足感、團隊的生存及發展潛力等。Henderson and Lee (1992) 指出在專案管理文獻中，

研究者常以專案目標達成度、專案預算達成度、專案時程達成度以及執行效率作為專案績效的

指標，這些指標與 Kerzner (2002) 對專案的定義頗有契合之處。在衡量的方式上，Cohen and  

Bailey (1997)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三種最常衡量專案績效的方法，第一，來自經理人或管理者的

外部知覺；第二，來自團隊的內部知覺；第三，來自顧客或利益關係人的外部知覺。雖然大部

分學者認為客觀數據能提高分析的可靠性，但卻是相當困難的 (Cohen and Ledford, 1994) 且無

意義也是沒有用的 (Muckler and Seven, 1992)；因為，不管是何種量測方式，在資料解釋、分析

上，多少都有主觀成分包含在內，且就專案管理而言，由於不同的專案存在著特質與目標設定

的差異，將不同專案之間以客觀資料相互比較，量測專案的有效性是很難達到的 (Fo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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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lph, 1992)。故，利用管理者之知覺來衡量專案績效是最合適也是最普遍的方式 (Pritchard, 

1992; Tjosvold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採用 Hendson and Lee( 1992) 的量表，包含了專案開發

成本、專案開發時間、專案品質與整體績效等指標；而在評估方法上，將由專案團隊主管進行

評量。 

2.4 假設推論 

根據 Alper et al. (1998) 的研究，當團隊成員具有合作性目標導向時，會產生同舟共濟的認

知，以互利的前提下討論以及解決問題；Tjosvold et al. (2003) 的研究進一步說明，合作性目標

導向締造的優良溝通情境，將使團隊成員能敞開心胸進行意見交換，對於相對的觀點與問題所

產生的爭論，會盡量尋求共同看法以建立問題解決方法，達成彼此相互有利的共識；故，在合

作性目標導向下將對團隊生產力有正向的影響 (Alper et al., 2000)。相對地，當團隊成員具有競

爭性目標導向時，會導致團隊成員的績效是以其它成員的利益為代價，使團隊內部充滿對立與

漠不關心，甚至團隊成員選擇不參與討論或漠視其他成員的意見 Tjosvold et al., 2003)，並將團

隊運作所產生的爭論看作是輸贏的鬥爭，而非共同解決的問題( Alper et al., 2000)；在此情境下，

團隊成員間將形成懷疑與猶豫的態度，對團隊績效產生負向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下列

研究假設： 

H1：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有正向影響 

H2：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有負向影響 

根據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本質，Mohammed and Dumville (2001) 指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提

供團隊成員間交換資料、資訊與知識的知識網絡，表示透過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團隊能夠降低

團隊成員知識的重疊性，有利團隊進行專業知識與技能的搜集與運用，從而降低專業知識搜尋

的成本。根據交易成本理論，Cheung (1983) 認為交易成本包含資訊成本，此資訊成本發生於瞭

解其它專業知識所需付出的成本。因此，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所形成的知識網絡，有利降低成員

在團隊內搜尋與瞭解其它專業知識的成本，進而減少專案開發成本與專案開發時間。本研究依

據交易成本理論，推論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正向影響。 

資訊超載的觀點認為過量又無法有效運用資訊反而不利團隊績效；因此，若專案團隊無法

有效整合許多不同的專業知識，反而不利專案績效。然而，在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下，專案團隊

能夠有效地辨別專家成員，將依據團隊成員的專業知識與技能來指派所負責的知識領域與資

訊，適才適所地分配任務，使團隊在執行專案時能互補不足 (Hollingshead, 1998)，有效整合專

業知識與技能以及發揮團隊最大的人力資源價值 (Liang et al., 1995)，促使專案規劃的進行或相

關決策的制定更迅速，有利團隊績效 (Alge et al., 2003)。 

再者，從團隊學習的觀點，Huber (1991) 認為團隊學習的歷程可分為資訊的獲取、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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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儲存與擷取；團隊可從內外部環境的監控獲得資訊，再以成員間的對談擴散資訊以及詮

釋資訊，最終將學習成果儲存在團隊記憶中以隨時擷取。在此一系列的活動中可發現，團隊學

習的歷程需仰賴團隊成員間的互動以及瞭解誰擁有哪項專案任務相關知識  (Akgün et al., 

2006)。因此，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可促進團隊整合成員間的資訊或知識處理過程 (例如，資訊獲

取、分享與擴散)，使團隊成員的專業與知識更緊密的聯結在一起 (Akgün et al., 2005)，有效傳

遞成員專長相關資訊，迅速形成團隊知識的擴散與運用 (Fong, 2003)，幫助團隊在短時間內學習

更多的新資訊，以及尋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進而做出更佳的決策 (Cross et al., 2001)，對專案績

效產生正面的影響。故，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3：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正向之影響 

Lewis (2004) 以知識工作者團隊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發展的因素；研究

結果顯示，在任務規劃階段，成員的專業領域獨特性、成員間的熟悉度以及面對面溝通次數皆

為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形成的因素，當面對面溝通次數愈多，對執行階段的團隊交融記憶系

統成熟度的影響則越高。Akgün et al. (2005) 對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發展的因素進行研究，結

果顯示成員間信任以及成員間熟識度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溝通與信任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影響甚大。Alper et 

al. (1998, 2000) 指出當團隊成員間的互賴關係為合作性目標導向時，團隊成員會傾向於彼此分

享資訊、接收他人的觀點、相互溝通以及開放式的討論彼此相對的意見；Tjosvold et al. (2003)

發現合作性目標導向能促進團隊成員間的交流，有利於彼此信任的形成，且團隊成員也會提供

更多的幫助給其它成員，促使成員間關係更加融洽；此溝通與信任將正面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

統的影響。相反的，競爭性目標導向使得團隊成員間形成一種不信任的氛圍，團隊成員會傾向

於限制彼此的資訊與資源的交換導致缺乏溝通 (Akgün et al., 2005)，將不利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

發展。因此，本研究推論當團隊成員間擁有合作性目標時，會提升彼此相互協助與分享資源的

意願，促進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反之，當團隊成員間擁有競爭性目標時，會降低彼此相

互協助與分享資源的意願，不利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正向影響。 

H5：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負向影響。 

在李弘暉、鍾麗英 (民 88) 整理的五類團隊理論模型中，Gladstein (1984) 提出的實證模型

是少數幾個經過調查研究而加以驗證的模型，此模型是以投入－程序－產出的觀點來探討研究

影響團隊績效的關鍵因素；投入的部分包含團隊特性，過程因素即為團隊運作過程，產出方面

則包含團隊績效，其所提出的實證性模型更說明團隊特性將透過團隊運作的路徑間接影響團隊

績效，隱含團隊運作過程在團隊特性與團隊績效中扮演著中介角色。根據團隊記憶交融系統的

定義，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實屬團隊運作過程，因而認為團隊記憶交融系統可能在團隊目標互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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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專案績效間扮演中介角色。 

根據上述的文獻整理與推論，發現團隊的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產生正面的效果，是

由於合作性目標導向會提升相互協助與分享資源的意願，使專案團隊對於團隊成員專業與專長

的知覺發展愈成熟 (Hollingshead, 2001)，有益於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此時，團隊交融記

憶系統將有效整合專業知識與技能與互補不足，有利團隊知識的擴散與運用，促進團隊學習以

提升專案績效；換言之，合作性目標導向將透過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產生正向影響。

相反的，團隊的競爭性目標對專案績效的負面影響，乃因競爭性目標導向將導致團隊運作時的

不信任氛圍，使團隊成員會傾向於限制彼此的資訊與資源的交換，而無法有效形成團隊交融記

憶系統，此時，將導致團隊無法有效控制專案開發成本與專案開發時間，以及無法有效整合專

業知識與技能與互補不足進而產生資訊超載的現象，更不利於團隊學習的歷程，導致較差的專

案績效；換言之，競爭性目標導向將不利形成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而對專案績效產生負面影響。

在符合團隊理論模型的輸入-過程-產出的理論架構下，並驗證團隊運作過程在實證性模型中的中

介路徑。根據上述提出以下假設： 

H6：合作性目標導向會透過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正向影響 

H7：競爭性目標導向會透過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負向影響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由上述研究動機與相關文獻探討，建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以示，以探討合作性

目標導向、競爭性目標導向、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之影響。 

 
 

 

 

 

 

 

 

 

 

圖 1  研究架構 

目標互賴性 團隊認知 團隊產出 

合作性目標導向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專案績效 

競爭性目標導向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專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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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變數 

在變數衡量上，本研究首先提出衡量項目與分類構面，接著以驗證性因素分析，來驗證各

衡量量表的可靠度。茲先就各項變數逐一說明其文獻根據、衡量項目與分類構面。 

3.2.1 目標互賴性 

本量表採用 Tjosvold et al. (2003) 的量表，共計十題，為 Likert 五等尺度量表，「非常不同

意」為一分，「非常同意」為五分。在 Tjosvold et al. (2003) 的研究中，分為合作性目標導向(例

如：團隊成員一起工作時有共同的目標)與競爭性目標導向 (例如：團隊成員彼此的目標不相容)

兩構念。本量表由專案團隊成員填答，並以整體平均數的方式呈現專案團隊成員的目標互賴性。 

3.2.2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本量表採用 Lewis (2003) 的量表，以 Likert 五等尺度來計分，「非常不同意」為一分，「非

常同意」為五分，分為知識技能專門化 (例如：每位團隊成員所擁有的知識都是完成任務所不可

或缺的)、可靠性 (例如：我信賴其他成員在團隊討論中所提出的資訊)以及協調性 (例如：團隊

是在一個協調且合作良好的情境下運作) 三個構面，共計十五題。本量表由專案團隊成員填答，

以整體平均數的方式呈現，並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量表之建構效度與信度。 

3.2.3 專案績效 

本量表採用 Hendson and Lee (1992) 的量表，共計 7 題，為 Likert 五等尺度量表，「非常不

同意」為一分，「非常同意」為五分，衡量問項包含專案能在預算內完成、專案能在期限內完成

與專案能達到預先訂定的目標。本量表由專案團隊主管填答，以評估專案績效。 

3.2.4 控制變項 

團隊規模在過去團體研究中，顯示是一個影響團體動態以及績效的重要因素 (Sharma and 

Ghosh, 2007)，因此將之納入作為控制變項。 

3.3 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蒐集資料的工具，為避免可能發生的共同方法變異 (common method 

variance) 問題，依據 Podsakoff et al. (2003) 的建議，將問卷分為「專案團隊主管問卷」與「團

隊成員問卷」兩份進行施測，主管問卷之填答項目為「專案績效」與「團隊基本資料」；團隊成

員問卷之填答項目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目標互賴性」。為了切合本研究之目的，採用立意

抽樣，在抽取樣本上設有下列條件：(1)本研究之受測之樣本必須為研究發展專案團隊；(2)為了

能有效衡量專案績效，受測樣本所執行之專案必須是在結案期之專案。專案的分類大致上可以

分成研究發展、營建工程、航空/國防、資訊系統管理、行政專案、製造專案等不同類型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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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以研發專案最常見，約占三分之一 (Kerzner, 2002)，若從重要性來看，學者指出技術能力

能否領先同業乃是企業競爭力的核心，研究發展工作是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關鍵 (Akgün et al., 

2005)，故本研究以研究發展專案作為探討的專案類型。 

本研究從 2006 年天下雜誌台灣前 1000 大製造業中排名前 500 大之企業抽取 135 家廠商作

為正式施測對象，每間公司選取一個研發專案團隊，共計 135 個團隊。本研究依據 Gilson et al.  

(2005) 提出對於團隊人數的看法，將團隊人數定義為 3-8 人，而本研究依據 Bliese and Halverson 

(1998) 對於團隊人數概念中也提及，在現實生活中小團體比大團體更易出現在工作中，然而當

所採樣人數較少時，需採樣更多間家數以縮小其差距。且根據 Bliese and Halverson (1998) 的研

究指出，η2 值易因為團隊規模的大小而產生相當程度的變動，將不利團隊層次資料的產生；為

盡可能事先避免此偏誤，本研究抽取團隊主管與成員共計 4 人，以控制團隊人數。本研究之樣

本合計 540 人。總共回收有效問卷為 280 份 (含團隊主管問卷 70 份與團隊成員問卷 210 份)。有

效樣本特性為男性占 69.3%，女性占 30.7%；大學以上學歷占 77.81%；公司年資 3 年以上占

77.2%；團隊規模方面，團隊人數 7 人以下占 56.73%。在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利用敘述

性統計分析方法整理分析回收樣本的基本資料。然後針對本研究的研究變數包含目標互賴性、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以及專案績效以 LISREL 軟體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來驗證各衡量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收斂效度、區別效度與各變項之適配度。接者利用群體內部信賴係數 (within-group 

interrator reliability，RWG) 以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NA)，並採用 Blies (2000) 之

信度公式，計算評分者信度 ICC(1) 與 ICC(2) 來檢視個人資料是否可適切處理成團隊層次的資

料。最後以迴歸分析探討目標互賴性與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的影響。 

3.4 信度與效度檢定 

3.4.1 目標互賴性量表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信效度檢驗，結果如表 1 所示，依據學者建議刪除因素負荷量未達.30

之一題 (Hair et al., 1998)，各題項負荷量範圍為.61~.84 顯示量表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Hair et al., 

1998)；在組成信度方面，合作性目標導向為.83，競爭性目標導向為.87，皆達.50 以上的標準 

(Raines-Eudy, 2000)，顯示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模式適配度良好 (SRMR=.05；CFI=.97；

GFI=.93)；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之 Cronbach’s α係數分別為.82 與.87。此外，合作

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的區別效度分析乃依據 Netemeyer et al. (1991) 的作法，比較二因

子模式 (未限定模式) 之適配度指標是否比一因子模式(限定模式)來得好。結果顯示，未限定模

式的適配度比起限定模式的適配度 (SRMR=.12；CFI=.85；GFI.75) 較好，且卡方自由比的變化

量達顯著 (∆χ2=248.15，∆df=1，p<.05)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如表 1，故具有良好區別

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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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競目標導向區別效度 

 假設模式 △X2 △df CFI GFI SRMR RMSEA 

模 式 一 未限定模式   .97 .93 .05 .09 

模 式 二 限 定 模 式 φ 1 , 2 = 1 248.15 1 .85 .75 .12 .23 

註：φ1,2=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相關係數= -.55 

 

3.4.2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量表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信效度檢驗，結果如表 1 所示，依據學者建議刪除因素負荷量未達.30

之兩題 (Hair et al., 1998)，各題項負荷量範圍為.36~.83；組成信度 (Compisite Reliability) CR 值

為.90。模式適配度大致良好 (SRMR=.06；CFI=.92；GFI=.97)。依據 Lewis (2003) 的研究，團

隊交融記憶系統的量表以單一衡量指標方式進行分析，故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二階因素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對於一階因素 (知識技能專門化、可靠性與協調性) 的多元相關

平方值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分別為.82、.75 與.87，表示二階因素對於一階因素的解釋

力良好。因此，本研究將以單一衡量指標方式進行後續的分析，其 Cronbach’s α係數為.82。 

3.4.3 專案績效量表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信效度檢驗。依據學者建議刪除因素負荷量未達.30 一題 (Hair et al., 

1998)，各題項負荷量範圍為.36~.72 顯示量表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Hair et al., 1998)；組成信度

為.74 達.50 以上的水準，顯示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模型適配度尚可 (SRMR=.07；CFI=.89；

GFI=.94)。其 Cronbach’s α係數為.73。 

3.5 團隊資料產生 

本研究之專案績效的資料由團隊主管問卷獲得，代表專案團隊執行專案之績效，已是團隊

層次的資料。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與目標互賴性，乃透過團隊成員的個別問卷獲得，故在產生團

隊層次資料之前，必須先檢視團隊內成員間填答的一致性 (Cohen et al., 2001)；本研究採用群體

內部信賴係數 (within-group interrator reliability, RWG) 以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檢視個人資料

是否可適切處理成團隊層次的資料。檢驗結果得到，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 rwg(j) 值之平均數

為.98、F 值分別為 2.24 (p<.001)、ICC(1) 值為.29，ICC(2) 值為.56；合作性目標導向的 RWG(j)

值為.95、F 值為 2.60(p<.001)、ICC(1)值為.35，ICC(2)值為.62；競爭性目標導向的 RWG(j) 值

為.93、F 值為 2.59 (p<.001)、ICC(1) 值為.35，ICC(2) 值為.61；非例行性的 RWG(j) 值為.93、F

值為 2.01 (p<.001)、ICC(1) 值為.25，ICC(2) 值為.50；不可分析性的 RWG(j) 值為.95、F 值為

2.34 (p<.001)、ICC(1) 值為.31，ICC(2) 值為.57，RWG(j) 值皆符合大於.70 之準則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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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F 值皆達顯著水準 (Amason, 1996)，ICC(1) 值皆大於.12 (James, 1982)，ICC(2) 值皆大於.50 

(Ostroff and Schmitt, 1993) 顯示團隊成員填答的一致性程度良好，適合加總平均成團隊資料。 

4. 研究結果 

由表2中可知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的相關係數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並同時納入

迴歸式作為自變數時，需要考慮貢獻性的問題。根據共線性相關的檢測標準，一般而言若VIF值

大於10就代表該自變項與其他自變項具有顯著之共線性；反之，若小於10，表示自共線性並不

是那麼嚴重 (Kutner et al., 2005)。本研究進行共線性檢測後，如表3與表5，VIF值介於1.5至2.6

之間，因此共線性問題仍在可容忍的範圍。 

4.1 目標互賴性對專案績效之影響 

在依變項為專案績效時 (表 3)，將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作為獨立變項，置入

迴歸模式中，共能解釋模式 35%的變異，而其中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之 β 值為.47，達

p<.001 的顯著水準，故研究假設 H1獲得支持；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之 β 值為-.10，未達

p<.05 的顯著水準，故研究假設 H2未獲得支持。 

4.2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之影響 

如表 4 所示，在依變項為專案績效時，將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作為獨立變項，置入迴歸模式

中，可解釋模式 30%的變異，而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 β值為.48，達 p<.001 的相當顯著水準，故

研究假設 H3獲得支持。 

4.3 目標互賴性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影響 

如表5所示，將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視作為獨立變項，置入迴歸模式中，可解

釋47%的變異，而其中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β值為.43，達p<.001的顯著水 

 

表 2  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 

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1.  合作性目標導向 3.84 .37   .82    
2.  競爭性目標導向 2.33 .47 -.55***    .87   
3.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3.90 .28  .59*** -.57***   .82  
4.  專案績效 3.65 .34  .59*** -.40***  .59*** .73 

註：1.+p<.10; *p<.05; **p<.01; ***p<.001  

    2.對角線為 Cronbach’s α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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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目標互賴性對專案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專案績效 VIF 

控制變項   

團隊規模 1 -.01*** 1.90 

團隊規模 2  .01*** 2.57 

團隊規模 3 -.17*** 2.29 

獨立變項   

合作性目標導向 -.47*** 1.51 

競爭性目標導向 -.10*** 1.64 

R2 -.35***  

F 檢定值 -07.02*****  

註：1.+p<.10; *p<.05; **p<.01; ***p<.001  

    2.表中 β數值為標準化後的 β數值 

    3.團隊規模為虛擬變項：團隊規模 1 表 4 人、團隊規模 2 表 5-7 人、團隊規模 3 表 8-10 人 

 

表 4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專案績效 

控制變項  

團隊規模 1 -.11*** 

團隊規模 2  .11*** 

團隊規模 3  -.30+*** 

獨立變項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48*** 

R2 -.30*** 

F 檢定值 -06.92***** 

註：1.+p<.10; *p<.05; **p<.01; ***p<.001 

    2.表中 β數值為標準化後的 β數值 

    3.團隊規模為虛擬變項：團隊規模 1 表 4 人、團隊規模 2 表 5-7 人、團隊規模 3 表 8-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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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目標互賴性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VIF 

控制變項   
團隊規模 1 .23+* 1.90 
團隊規模 2 .29** 2.57 
團隊規模 3 .17 + 2.29 

獨立變項   
合作性目標導向 -.43*** 1.50 
競爭性目標導向 -.25*** 1.64 

R2 -.47*** 
F 檢定值 -11.41***** 

註：1.+p<.10; *p<.05; **p<.01; ***p<.001  

    2.表中 β數值為標準化後的 β數值 

    3.團隊規模為虛擬變項：團隊規模 1 表 4 人、團隊規模 2 表 5-7 人、團隊規模 3 表 8-10 人 

 

準，故研究假設 H4獲得支持；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 β值為-.25，達 p<.05 的顯

著水準，故研究假設 H5獲得支持。 

4.4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目標互賴性與專案績效的中介效果 

為探討目標互賴性、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與專案績效間的關係，本研究參照 Baron and Kenny 

(1986) 的方式，以區段迴歸來驗證中介效果，首先，獨立變項 (目標互賴性) 與中介變項 (團隊

交融記憶系統) 必須各與依變項 (專案績效) 有顯著相關，其次是獨立變項必須與中介變項有顯

著相關，最後，當中介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時，獨立變項與依變項兩者之間的相關性減弱或呈

現無顯著相關，前者代表中介變項為部分中介影響，後者為完全中介影響。 

目標互賴性與專案績效之關係，由表 6 模式一中可知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有相當顯

著的影響效果 (β=.47，p<.001)，符合條件一；而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之影響未達顯著，

不符合條件一，故研究假設 H7未獲得支持。從表 5 可知，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有顯著的影響效果(β=.43，p<.001)符合條件二。在表 6 模式三中，當團隊交融記憶系統進入迴歸

模式時，合作性目標導向的 β 值由.47(p<.001)降為.36(p<.01)，符合條件三，表示置入團隊交融

記憶系統後，合作性目標導向與專案績效的相關性減弱。因此，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具有「部份

中介」效果，故研究假設 H6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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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目標互賴性與專案績效之區段迴歸分析結果 

 中介變項 
專案績效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控制變項     
團隊規模 1 .23+* -.01***  -.11*** -.06*** 
團隊規模 2 .29**  .01***   .11*** -.07*** 
團隊規模 3 .17 + -.17*** -.30+* -.21*** 
獨立變項     
合作性目標導向 .43***  .47***   .36*** 
競爭性目標導向 -.25*** -.10***  -.03+ * 
中介變項     
團隊交融記憶系統    .48***  .24+** 

R2 .47***  .35***  .30***  .39+** 
F 檢定值 11.41***** 7.02*****   6.92*****  6.59*** 

註：1.+p<.10; *p<.05; **p<.01; ***p<.001  2..表中 β數值為標準化後的 β數值 

3.團隊規模為虛擬變項：團隊規模 1 表 4 人、團隊規模 2 表 5-7 人、團隊規模 3 表 8-10 人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5.1 研究結論 

目標互賴性影響專案績效的實證結果顯示，專案團隊愈傾向於合作性導向，專案績效愈高。

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專案績效之負向影響並未達到顯著水準，H2 未獲支持，但兩者間之關係仍可

由表 2 中得知 (r=-.4)，且 β係數亦為負值 (β=-.1)，顯示競爭性目標導向與專案績效間之關係與

假設方向一致。本研究進一步解釋 H2未獲支持的原因可能為，華人文化為群體主義，較注重人

際關係，追求群體中的合諧與集體的利益 (Earley, 1997)，甚至選擇違背個人意願以符合群體利

益 (Triandis, 1989)。因此，華人組成的團隊面對競爭性目標時，將為了保持團隊內部的人際關

係與團隊利益，仍然會參與討論與執行，而並非完全不參與，因此不至於對專案績效造成顯著

的負面影響。 

在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之影響方面，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專案績效有正向影響；

即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讓專案團隊在有限的人力資源情況下，能獲得更多的知識與資訊存量，將

能更有效率的應付專案複雜多樣的任務需求以增進專案的績效 (Alekdander, 2006)。此外，團隊

交融記憶系統形成的團隊知識網絡，將能降低搜尋專業知識的成本，幫助團隊在短時間內學習

更多的新資訊 (Koshinen et al., 2003)。因此，當問題出現時，立即能尋得專家成員協助解決問題，

更迅速的制定問題解決方案 (Fraidin, 2004)，使專案績效得以提升。此結果符合假設推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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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交易成本、資訊超載與團隊學習的觀點探討兩者間的關係皆獲得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目標互賴性顯著影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其中合作性目標導向對團隊

交融記憶系統有正向的影響，競爭性目標導向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負向影響，H4與 H5獲得支

持。在 H1以及 H3成立的前提下，本研究依照 Baron 和 Kenny (1986) 的觀點進一步驗證團隊交

融記憶系統的中介效果，發現團隊交融記憶系統對目標互賴性之合作性目標導向與專案績效之

關係具有「部份中介」效果，表示合作性目標導向會透過團隊交融記憶系統來影響專案績效。

由於 H2 並未成立，不符合中介效果成立的條件，因而 H7 並未獲得支持，表示競爭性目標導向

與專案績效間之負向關係並非因為缺乏團隊交融記憶系統而成立。 

5.2 管理意涵 

根據研究結論提出以下幾點管理意涵。 

(1) 團隊需理解合作性目標導向的重要性。研究結果顯示，團隊的目標是合作導向或是競爭導向

將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不同的影響；然而，此結果並非代表合作性目標導向是團隊唯一所

追求的，如同Deutsch (1949) 的論述，在很多的社會學研究中，在探討人與人、團體與團體

關係時，合作與競爭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知合作性目標導向無法單獨存在於團隊。因

此，團隊需釐清合作性目標導向與競爭性目標導向會同時存在的前提下，始能意識合作性目

標的重要性以及辨別團隊正確的發展方向。本研究欲論述的重點並非強調團隊應追求合作性

目標導向以取代競爭性目標導向，而是合作性目標導向有助於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進

一步提升專案績效， 

(2) 團隊應積極發展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研究結果指出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有助於專案績效，故團

隊應積極發展交融記憶系統；惟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建立與運用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團

隊交融記憶系統的建並非一朝一夕，若具備某一領域專業知識的團隊成員突然離開團隊，將

使團隊交融記憶系統不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Akgün et al., 2006)。再者，由於團隊交融記憶系

統強調成員專業知識的專門化，降低團隊的知識重疊度，導致團隊成員對於其他領域的資訊

處於被動的情況 (Liang et al., 1995)。如果成員所分享的知識有誤時，且團隊中並無有效的

機制加以確認與修正，將對團隊造成負向影響，故團隊成員仍須瞭解必要的共同知識 (Hinsz 

et al., 1997)。 

(3) 以發展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為前提遴選團隊成員。根據研究架構，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實

為關鍵角色，實證結果亦支持中介效果的假設。因此，團隊領導者應以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

發展作為遴選團隊成員的關鍵指標；除了團隊成員的遴選外，Moreland et al. (1996) 指出，

若團隊中某一成員不能勝任專家角色，或是缺乏某一領域的專家，則應改變成員結構，換言

之，團隊應視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狀況適時與適度調整團隊成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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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性目標導向的建立與團隊領導者的角色。Hanlon et al. (1994) 認為合作性目標導向的建

立可從幾個方向進行；在團隊建立時，團隊領導者應與團隊成員共同建立與發展目標，並建

構可共同執行的任務，最終的獎酬分配應同時考量個人與團隊績效，以此建立團隊合作性目

標導向。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是在團隊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團隊知覺，而在團隊互動過程中，

團隊領導者仍應適當地從旁協助，Chen and Tjosvold (2008) 的研究指出團隊領導者可善用轉

換型領導促進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發展。 

5.3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雖然在研究上力求嚴謹，其中仍有兩項主要缺失成為本研究之限制。 

(1) 由於量表須由研發專案團隊主管與成員共同填答，造成樣本回收數量的減損。此外，在團隊

層次資料方面，本研究藉由填答者間內部一致性指標 (rwg) 驗證分析模式的合理性，致使有

效樣本流失，本研究的樣本數較為不足。然而，依據統計檢定力的原理，當顯著水準控制在.05

的情況下，樣本數愈大，統計檢定力愈大，其顯著的機會也愈高；相對地，當顯著水準為.05

之標準，樣本數較小卻依舊達顯著時，代表變項間存在著較大的影響力 (Hair et al., 1998)，

故本研究在樣本數較少的情況下，分析結果依舊能達顯著水準，代表本研究之假設檢定具有

足夠之統計檢定力，研究結果應該為更可信。 

(2) 本研究主要以專案團隊為研究重點，但是因為專案的生命週期，共有起始期、規劃期、執行

期、結案期四個階段，處於不同階段的團隊，其團隊成員互動與任務需求會有不同的型態

(Pinto and Prescott, 1990)，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會有不同的影響 (Lewis, 2004)，並且若受測

專案團隊執行之專案階段並非是結案期時，將會影響專案績效的評估準確度。本研究在抽取

樣本時，雖要求聯絡人必須將問卷發放給處於結案階段的專案團隊成員與主管，但無法確認

聯絡人是否如實操作，因此列為本研究之限制。 

(3) 本篇研究的專案績效是依據團隊主管的主觀知覺衡量之，使專案績效的衡量不夠客觀，且各

專案團隊來自不同公司並有相異的專案目標，以至於很難達到專案績效的客觀性與有效性，

如 Ford and Randolph (1992) 所述，不論何種量測方式，多少都有主觀成分包含在內；因而

造成專案績效的主觀性與有效性有可能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據此，專案績效的問卷包含專

案開發成本以及專案開發時間等較為客觀的問項，欲試圖降低主觀知覺對研究結果造成的影

響；惟主觀的評定專案績效仍為本篇之研究限制。 

在後續研究方面，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1) Keller (1986) 將研究發展專案區分為、基礎研究、應用性研究、發展研究、技術支援四種類

型，即約可分類為四種專案團隊的任務。然而，本研究在進行問卷調查時，並無法預期樣本

是否涵蓋所有研究發展專案類型，而回收的樣本中四種類型的專案數量可能不一致，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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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分析上的偏差。因此後續研究可考慮蒐集研究發展專案類型樣本的數量比重，或是僅對

相同的專案類行進行研究。除專案團隊的任務外，未來研究可再進一步探討專案團隊所屬公

司的產業別上的差異，使得研究探討能更完備。 

(2) 由於本研究衡量研發團隊績效時，採用專案開發成本、專案開發時間、專案品質與整體績效

做為衡量專案績效的依據，並由專案團隊主管來評量。然而，僅由主管的認知作為依據，可

能導致高估績效的情況，因為一個真正成功的專案，除了專案團隊主管認同外，專案利害關

係人也應該有同樣的認同 (Henderson et al., 1992)。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在專案績效衡量方

面，可以專案利害關係人為資料來源。 

(3) 本篇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將團隊規模作為控制變項 (Sharma and Ghosh, 2007)，資料收集時並

未包含團隊設立年限以及團隊任務變數。本篇樣本為結案期之團隊，表示團隊成員間應有足

夠的時間互動與機會以建立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然而還是疏忽團隊成立年限可能對團隊交融

記憶系統造成的影響，未來研究可探討不同時間點下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變化，如 Lewis 

(2004) 探討不同團隊階段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的影響。此外，根據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中的專

門化定義可知，團隊多元化 (team diversity) 可能對專門化產生影響；因此，後續可探討團

隊多元化等因素對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影響。再者，由於樣本限定為研發專案團隊，在某種

程度上將團隊任務的特性控制在研發任務的團隊，其本質可能屬於任務互賴性較高之團隊，

Zhang et al. (2007) 的研究指出任務互賴程度較高的團隊正向影響團隊交融記億系統；然而，

研究結果是否能推論至任務互賴性較低的團隊，仍有待未來研究驗證。因此，後續研究可加

入團隊任務特性的影響，以豐富團隊交融記憶系統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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